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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数字行为的变迁机制与分化逻辑

———基于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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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 “银发数字鸿沟”不断缩小。利用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
ＰＳ）数据，分析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率上升和使用模式变迁的驱动机制，并考察多种因素对互联网接入与使用模式影
响的时期变化。研究发现：（１）资源禀赋 （物质、认知、社会资源）与机会背景 （区县互联网普及率）的改善提高

了老年人数字接入率。（２）老年网民结构日益分化，浅层与深度用户并存，资源禀赋与机会背景的变化共同推动了
互联网使用模式的变迁。（３）资源禀赋与机会背景对老年人数字行为的影响持续增强，老年群体内部的数字鸿沟逐
渐显现。研究结论为构建数字包容型社会和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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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数字化与老龄化相叠加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有效弥合 “银发数字鸿沟”、推动老年群体共享数字化

发展成果，成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关键命题。使用互联网不仅能为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便利，还能

拓展其社会资本，①改善其健康状况。②近年来，智能手机和无线网络技术的快速迭代降低了终端与联网成

本，为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提升老年人的数字适应能

力，为其融入数字社会提供了制度保障。例如，《“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强调，应提高老年人获取和

使用数字服务与智能技术的便利性，以助力其共享数字生活。③虽然我国是世界上老龄化和数字化进程最

快的国家之一，但仍有相当比例的老年人游离于数字生活之外。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 《第

５５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２０２４年１２月，中国网民规模达１１.０８亿人，互联网普
及率为７８.６％；其中，除６岁以下儿童外，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为非网民的主要构成群体，占非网民总体
的４６.８％，较其占总人口的比例高出２４.８个百分点。④

与出生于数字时代的青年人 （“数字原住民”）和通过学习 “数字语言”逐步融入数字社会的中年人

（“数字移民”）相比，老年群体更易成为 “数字难民”⑤ （即因无法适应数字技术而被边缘化的群体）。有

学者进一步提出 “银发数字鸿沟”（ｇｒｅｙ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ｉｖｉｄｅ）概念，⑥以描述老年群体相较于中青年群体在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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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入和数字技能方面的差距。数字鸿沟本质上是一种由数字技术应用引发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其演化历程

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首先，在数字技术扩散初期，硬件设施覆盖差异使社会群体分化为 “数字接

入者”与 “数字排斥者”，形成基础性的 “第一级数字鸿沟”，即 “接入沟”。其次，随着互联网基础设

施的普及，数字不平等逐渐发展为更深层次的 “第二级数字鸿沟”，即因数字素养和使用深度差异所产生

的 “使用沟”。最后，这一鸿沟发展成包含多重收益差异的 “第三级数字鸿沟”，即 “结果沟”①，如陷入

数字失能的老年人难以享受到经济型、社会型、文化型与健康型数字红利。②

当前，学术界针对中国老年人数字接入的影响因素已形成较为系统的研究谱系，主要围绕结构性约束

与主体性认知两大维度展开理论对话，并形成２种研究视角，即社会分层视角和社会认知视角。社会分层
视角关注社会结构性因素对数字接入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状况、社会资本、地区信

息化水平等。③ 社会认知视角则侧重于探讨数字观念如何影响数字接入，主要涉及技术接受模型 （ＴＡＭ）
中的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④ 以及整合型技术接受与使用理论 （ＵＴＡＵＴ）中的绩效期望、付出期望等
因素。⑤ 然而，既有研究存在两点突出缺陷：一是研究视角静态化，既有研究多基于单一年份数据分析老

年人数字接入的影响因素，难以揭示老年人数字行为 “何以演变”的过程机制；二是研究层次单一化，

多数研究仅聚焦于 “第一级数字鸿沟”（“接入沟”），而很少探讨老年群体 “第二级数字鸿沟”（“使用

沟”）的影响因素，因此难以深入认识老年网民的互联网使用模式。

既有研究的上述局限制约了对 “银发数字鸿沟”形成和演化机制的全面理解。鉴于此，本文基于

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从动态视角分析老年人数字行为的变迁机制与分化逻
辑。本研究试图回答：第一，哪些资源禀赋与机会背景因素推动了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率的提升及其不同使

用模式分布的变化？第二，这些因素的影响效果呈现出怎样的演变趋势？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鸿沟多维解释框架

数字鸿沟多维解释框架指出，个人在物质、认知、社会与时间资源以及机会背景等方面的差异，是促

成数字鸿沟的核心要素。⑥ 物质资源指家庭经济实力与可支配时间 （即时间资源），体现了承担数字技术

获取与使用成本 （包括经济支出与时间投入）的支付能力。认知资源指信息处理能力，通常以受教育程

度和认知能力为衡量指标。社会资源指个人通过社会网络获取数字技术帮助与经验分享的能力，体现在社

会互动中的技术支持动员能力。机会背景指个人接触、学习与使用数字技术的制度与环境条件。基于该理

论框架，从不同时期老年人资源禀赋与机会背景变迁的角度，探究 “银发数字鸿沟”的演变机制。图１
展示了文章的分析框架。

（二）物质资源的作用

由收入水平和职业背景构成的物质资源是影响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经济基础。数字鸿沟理论指出，物

质资源匮乏是数字接入的基础性障碍。⑦ 高收入、曾经从事非农工作的老年人凭借其经济资本，更可能拥

有购买数字设备与服务的经济实力，从而更有效地规避数字排斥风险。创新扩散理论进一步揭示，物质资

源通过 “兼容性”发挥作用，即高收入老年人的职业背景、生活方式更易与数字技术兼容，他们可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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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分析框架图
注：“＋”表示该因素产生正向影响；“↑”和 “↓”分别表示近年来老年人的此特
征比以往上升或下降。

退休前已接触过计算机和互联网，从而更自然地成为网民。①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了居民收

入水平的稳步提高。同时，产业结构转型使非农就业机会显著增加。与以往主要依赖农业为生的老年群体

相比，较晚出生的老年人更可能拥有非农工作经历，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形成更充

足的养老储蓄。经济实力的提升使他们更易跨越数字接入的经济门槛。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１：较晚出生老年人的物质资源水平更高，促进了近年来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率的提升。
（三）认知资源的作用

认知资源由学历水平、阅读能力、认知能力等要素构成，是影响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关键内因。其

中，学历水平和阅读能力属于文化素质的范畴，它们代表着学习能力。学习能力影响着老年人对互联网操

作步骤的掌握水平，因此学习能力更强的老年人更易形成稳定的上网习惯。此外，我国老年人的文化素质

存在明显的世代差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民众的受教育权利得到比以往

更充分的保障。② 因此，与更早出生的老年人相比，出生于１９４９年以后的老年人享有更广泛的受教育机
会，这使他们形成了一定的学习能力优势，从而有利于其数字接入。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２：较晚出生老年人的学历水平和阅读能力更佳，促进了近年来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率的提升。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较晚出生老年人的学历普遍提高，理应具备更强的认知基础和认知储备，由此

推断其平均认知能力应高于较早出生的老年群体。然而，此推断的合理性可能受到死亡选择性的挑战。曾

毅等指出，我国医疗卫生水平的改善大幅降低了老年人的死亡率，而相应提升了带病生存率，导致较晚出

生群体中认知能力受损的老年人更可能长寿，从而拉低了老年人的平均认知能力。③ 有研究采用年龄—时

期—世代模型分析发现，我国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存在显著的世代差异：受死亡选择性等因素影响，２０世
纪５０至６０年代初出生群体的老年期平均认知能力甚至低于２０世纪３０至４０年代出生群体的同龄水平；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后期出生群体的平均认知能力显著提升。④ 本文分析样本 （１９３１—１９６２年出生）的数据
采集于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恰逢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至６０年代初出生群体 （认知能力相对较低）逐步进入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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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这可能导致老年群体的平均记忆力下降，不利于其互联网使用率提升。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３：较晚出生老年人的平均记忆力水平有所下降，从而阻碍了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率的提升。
（四）社会资源的作用

根据创新扩散理论，新技术的传播依赖于良好的 “可试性”和 “可见性”，即个体能通过社会资源观

察到他人使用，并获得试用机会。① 若将社会资源聚焦于家庭层面，推测家庭成员的数字行为对老年人具

有濡染 （ｃｏｎｔａｇｉｏｎ）作用。同住家庭成员的上网比例越高，老年人越可能获得亲属的数字资源与技能支
持。其中，子女的 “数字反哺”对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尤为关键。② 子女身兼家庭情感纽带与新技术引领

者双重角色，这种亲密且专业的复合型代际关系在数字技能传递上优势独特。高等教育背景的子女更能帮

助父母逾越技术障碍，引导其参与线上活动。③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扩张使较晚出生老年人拥
有更多高等学历子女，为家庭内部的数字技能代际传递提供了更强智力支持，从而有利于提高老年人的互

联网使用率。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４：较晚出生老年人的同住家庭成员上网比例更高、高等学历子女数量更多，促进了近年来老年
人互联网使用率的提升。

（五）机会背景的作用

数字环境的优化为老年人使用互联网提供了关键机遇。地区数字化发展水平，尤其是互联网接入率，

是保障老年人 “看得见”（可见性）、“用得上”（可获得性）、“愿意用”（动机形成）互联网的基础。网

络接入率的提高意味着公共与家庭数字设施更加完善，从而提升老年人 “看得见”“用得上”互联网的几

率；同时，更高的互联网接入率意味着老年人身边熟人的互联网使用经验可能变得更丰富，有利于老年人

通过社交拓展对互联网的认知与兴趣，进而增强其使用意愿。近年来，“宽带中国”“数字中国”等战略

逐步推进，各地持续加强无线宽带网络建设，显著提高了网络接入率，数字基础设施的优化为老年人融入

数字社会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５：近年来各地的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促进了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率的提升。
（六）资源禀赋与机会背景的影响幅度变化

资源禀赋与机会背景对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幅度 （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随数字社会发展阶段
而变化。在数字社会成长期，其影响幅度趋于增大。在此阶段，数字设备的普惠化和年龄友好程度提升，

原本区隔老年人与中青年人的结构性数字壁垒有所松动，使资源与机会稍占优势的老年人比以往更易融入

数字社会。例如，近年来我国平价国产智能手机选择面扩大、宽带 “提速降费”成效卓著、数字平台与

应用适老化规范建立，均有助于推动这一进程。相反，在数字社会成熟期，资源禀赋与机会背景的影响幅

度则逐渐缩小。此时，互联网普及率趋于饱和，数字包容型社会基本形成，结构性数字壁垒消失殆尽，老

年人是否上网更多取决于个人意愿而非能力或外部条件，资源禀赋与机会背景的影响减弱。例如，一项德

国的实证研究发现，学历对老年人数字接入的影响呈弱化趋势。④ 鉴于我国仍处于数字社会成长期，⑤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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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ＲｏｇｅｒｓＥＭ：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ＦｉｆｔｈＥd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ｒｅ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１６．
彭青云：《代际视域下农村留守老人家庭智能监控生成逻辑、实践困境与可能路径》，载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２５年第３期；张晶晶，张望：《社会互动赋能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内在机理与微观证据》，载 《云南民族

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５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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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年，我国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的网民比例为５２.５％ （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５５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同年，德国６５～７４岁老年人中的网民比例为８８％ （参见Ｆｅｄｅｒ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Ｇｅｒｍａｎｙ，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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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Ｔａｂｌｅｓ／ｕ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ｅｘ－ａｇｅ－ｍｚ－ｉｋｔ．ｈｔｍｌ），美国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的网民比例为９０％ （参见 Ｐ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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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下假设：

假设６：近年来，资源禀赋与机会背景对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呈增强趋势。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

本研究以２０１６、２０１８、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ＣＦＰＳ）数据为分析资料。ＣＦＰＳ由北京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于２０１０年发起，是一项覆盖社区、家庭与个人的全国代表性纵贯调查。由于
每期调查都有旧个案损耗和新个案进入，每期数据所包含的全体个案在相应年份形成全国代表性样本，因

此也可将多期ＣＦＰＳ数据合并作为重复截面数据使用。同时，ＣＦＰＳ所涵盖的问题十分全面，收集了个人
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状况、家庭与社区环境等多方面信息，还特别收集了受访者的互联网使用信息，包括

其是否使用、使用功能、使用时长等。因此，ＣＦＰＳ以其多期数据、变量充足的特点满足了本文的研究需
求。此外，本研究的分析样本限定为各年度年龄在６０～８５岁的受访者。为使分析样本更加符合我国人口
分布的真实情况，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２０２０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２０１６、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全国１‰人
口抽样调查数据，为样本赋予基于年份、性别、城乡、年龄调整的抽样权重。最终，２０１６、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年的未加权样本量分别为７４１２、７５４５、４６０５、４３６６人，加权样本量分别为５４２８、５８７０、６１３５、６４９５
人，加权前后的总体样本量皆为２３９２８人。

（二）变量

１.因变量
因变量之一是受访者是否使用互联网。ＣＦＰＳ向受访者询问 “您是否使用移动设备，如手机、平板，

上网？”“您是否使用电脑上网？”两项问题，将任一项回答为 “是”的受访者界定为网民，记为 “１”；
将两项均回答 “不是”的界定为非网民，记为 “０”。另一因变量是受访者的互联网使用模式 （２０２０和
２０２２年），即根据日常使用的具体互联网功能和上网时长等因素，将受访者区分为非网民、浅层网民、消
费主导型深度网民和社交主导型深度网民，并以非网民作为基准参照组。

２.核心自变量
第一组自变量是年份虚拟变量，用于探究老年人是否使用互联网和互联网使用的时期差异。当因变量

为是否使用互联网时，包括了２０１６、２０１８、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的数据；当因变量为互联网使用模式时，包括
了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的数据。

第二组自变量衡量物质资源，包括人均家庭收入 （ｌｎ）与非农工作经历。人均家庭收入是指受访者在
调查时点之前１２个月内的人均家庭收入，并以消费者物价指数进行调整，从而得到与２０２２年可比的数
值；非农工作经历是指现在或退休前的主要工作是非农业工作。

第三组自变量衡量认知资源，包括受教育年限、是否有读书习惯、自评记忆力。受教育年限以受教育

程度折算：未上过学＝０，小学＝６，初中＝９，普通高中／职高／技校 ＝１２，大专 ＝１５，本科 ＝１６，研究生
＝１９；是否有读书习惯用以下问题测量：“过去１２个月，不以工作和考试为目的，您是否阅读过书 （含

电子书，不含报刊）？”回答 “是”的受访者被界定为有读书习惯；自评记忆力用以下问题测量：“一周内

发生在您身上的主要事情，您能记住多少？”受访者的回答包括 “只能记住一点点” “只能记住少数”

“能记住一半”“能记住多数”“完全能记住”，依次记为１～５分，数值越大表示自评记忆力越好。
第四组自变量衡量社会资源，包括同住家人互联网使用率、高等学历子女数量。同住家人互联网使用

率指与受访者同住配偶与子女中的网民比例；高等学历子女数量指大专及以上学历健在子女的数量。

最后，机会背景 （即数字化发展水平）以区县互联网普及率衡量，它是指受访者所在区县的其他１０
岁及以上受访者使用互联网的比例。该比例基于ＣＦＰＳ成人和少儿数据计算得出，需要注意的是，其分子
与分母均不包含受访者本人及其家人。

３.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态 （是否有配偶）、是否是城镇居民、自评健康 （１～５分）、健在

子女数量、同住家人数量，以及省份固定效应。表１展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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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百分比 （标准差）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２年 合计

使用互联网 （％） ６.６４ １３.０２*** ２１.５９*** ３２.５６*** １９.０７
互联网使用模式 （％）

非网民 ／ ／ ７８.４１ ６７.４４ ７２.７７
浅层网民 ／ ／ ８.７９ １３.５７ １１.２５

消费主导型深度网民 ／ ／ ５.５２ １０.７２ ８.１９
社交主导型深度网民 ／ ／ ７.２９ ８.２６ ７.７９

年份 （％）
２０１６年 ／ ／ ／ ／ ２２.６８
２０１８年 ／ ／ ／ ／ ２４.５３
２０２０年 ／ ／ ／ ／ ２５.６４
２０２２年 ／ ／ ／ ／ ２７.１５

人均家庭收入 （ｌｎ） ９.４２
（１.１０）

９.６０***

（１.１８）
９.６３***

（１.１５）
９.７０***

（１.２４）
９.６０
（１.１７）

非农工作经历 （％） ４１.２０ ４２.６７ ４２.１１ ４４.７８*** ４２.７６

受教育年限
４.００
（４.６２）

４.４９***

（４.６８）
５.２０***

（４.８３）
５.８０***

（４.８０）
４.９２
（４.７９）

有读书习惯 （％） １０.６０ １１.３１ １２.８３*** １２.５３** １１.８７

记忆力
２.８２
（１.２８）

２.６６***

（１.３３）
２.５７***

（１.３４）
２.５７***

（１.３１）
２.６５
（１.３２）

同住家人互联网使用率
０.１８
（０.３３）

０.２３***

（０.３７）
０.２８***

（０.４０）
０.３４***

（０.４３）
０.２７
（０.３９）

高等学历子女数量
０.１５
（０.３９）

０.１８***

（０.４３）
０.２４***

（０.４９）
０.３０***

（０.５５）
０.２２
（０.４８）

区县互联网普及率
０.４３
（０.１３）

０.５２***

（０.１３）
０.６４***

（０.１２）
０.６８***

（０.１１）
０.５７
（０.１６）

年龄
６８.４４
（６.６７）

６８.５３
（６.５９）

６９.１３***

（６.５２）
６９.４０***

（６.５３）
６８.９０
（６.５９）

男性 （％） ４８.９１ ４８.６９ ４８.７０ ４８.４９ ４８.６９
有配偶 （％） ７８.８７ ７９.３１ ８０.３９ ８０.４７ ７９.８０
城镇居民 （％） ５１.１３ ５３.７５* ５４.０５** ５６.１２*** ５３.８８

自评健康
２.４２
（１.１８）

２.４９***

（１.２３）
２.６２***

（１.２５）
２.６５***

（１.２６）
２.５５
（１.２４）

健在子女数量
０.９４
（０.８２）

０.９５
（０.８２）

０.９７
（０.８４）

１.０４***

（０.８４）
０.９７
（０.８３）

同住家人数量
１.２９
（０.７３）

１.２８
（０.７４）

１.２９
（０.７３）

１.２７
（０.７３）

１.２８
（０.７４）

未加权样本量 ７４１２ ７５４５ ４６０５ ４３６６ ２３９２８
加权样本量 ５４２８ ５８７０ ６１３５ ６４９５ ２３９２８

　　注：表中对比了其他年份与２０１６年各变量之间差异的显著性水平，*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双侧检验）。

（三）方法

本文首先通过二元Ｌｏｇｉｔ模型评估资源禀赋与机会背景对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率时期差异的解释力。具
体而言，先构建仅含年份虚拟变量 （以２０１６年为参照组）和人口学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 （模型１），年份
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反映各年度相较２０１６年的互联网使用对数发生比 （ｌｏｇ－ｏｄｄｓ）差异；随后在模型１
基础上加入资源禀赋和机会背景变量形成扩展模型 （模型２），通过比较２个模型中年份虚拟变量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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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初步衡量新增变量对时期差异的解释力。鉴于嵌套Ｌｏｇｉｔ模型系数受未观测异质性与尺度因子 （ｓｃａ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影响而不可直接比较，进一步采用Ｋａｒｌｓｏｎ-Ｈｏｌｍ-Ｂｒｅｅｎ（ＫＨＢ）分解法对模型１年份虚拟变量的系
数进行再标定，使其与模型２可比，① 从而准确估计资源禀赋与机会背景的贡献。为分析各因素影响幅度
的时期变化，还计算了分年度 Ｌｏｇｉｔ模型中各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 （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ｅｆｆｅｃｔ），该指标衡量
解释变量单位变动引致的上网概率变化量，具有跨模型可比性。

其次，将分析框架拓展至互联网使用模式。基于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数据，依据多种网络功能使用频率、
微信使用深度及上网时长，采用潜在剖面分析 （ｌａｔｅｎｔｐｒｏｆｉｌ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将老年人划分为非网民、浅层网
民、消费主导型与社交主导型深度网民４类群体。以此四分类变量为因变量，构建嵌套多项 Ｌｏｇｉｔ（ｍｕｌｔｉ-
ｎｏｍｉａｌＬｏｇｉｔ）模型并应用ＫＨＢ分解法，估计资源禀赋与机会背景对解释互联网使用模式变迁的贡献。最
后，计算各年度多项Ｌｏｇｉｔ模型的平均边际效应，从概率增量角度评估各因素影响幅度的时期变化。

四、分析结果

（一）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率上升的机制分析

表２　预测各因素与老年人互联网使用之间关系的二元Ｌｏｇｉｔ模型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年份 （参照组：２０１６年）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２０１８年 ０.８１０*** ０.０６７ ０.５７７*** ０.０６５
２０２０年 １.５５３*** ０.０８０ ０.９７１*** ０.０９３
２０２２年 ２.２４８*** ０.０８５ １.５０９*** ０.１０４

人均家庭收入 （ｌｎ） ０.２３０*** ０.０３０
非农工作经历 ０.４６３*** ０.０８０
受教育年限 ０.１３７*** ０.００９
有读书习惯 ０.５３６*** ０.０８４
记忆力 ０.１０８*** ０.０２２

同住家人互联网使用率 １.０１２*** ０.０８２
高等学历子女数量 ０.３２０*** ０.０５３
区县互联网普及率 ２.６９２*** ０.２９４

年龄 －０.１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８１*** ０.００６
男性 ０.４０７*** ０.０５３ ０.０９３ ０.０６８
有配偶 ０.３４９*** ０.１０５ ０.４３８*** ０.０９９
城镇居民 １.１０１*** ０.０９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８０
自评健康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１

健在子女数量 －０.０７５ ０.０４３ －０.０９８* ０.０４７
同住家人数量 －０.２０３*** ０.０５６ －０.３８３*** ０.０６１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５.３４１*** ０.４８８ －２.０２６*** ０.５９４
未加权样本量 ２３９２８ ２３９２８ ２３９２８ ２３９２８
加权样本量 ２３９２８ ２３９２８ ２３９２８ ２３９２８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２０５ ０.３４４

　　注：（１）标准误是区县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２）*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双侧检验）。

表２展示了探究各因素与老年人互联网使用之间关系的二元 Ｌｏｇｉｔ模型结果。模型１仅包含年份虚拟
变量和人口学控制变量，结果显示，相较于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８、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发生比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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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提高，分别提高１.２５倍 （＝ｅ０.８１０－１）、３.７３倍 （＝ｅ１.５５３－１）、８.４７倍 （＝ｅ９.４６６－１）。模型２在模型１
的基础上加入资源禀赋 （物质、认知、社会资源）与机会背景 （区县互联网普及率）变量。这些变量均

与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呈显著正相关。对比模型２和模型１中的年份虚拟变量系数发现，模型２的系数明显
减小，表明资源禀赋和机会背景能部分解释互联网使用的时期差异。

鉴于嵌套Ｌｏｇｉｔ模型之间的系数不可直接比较，表３采用ＫＨＢ分解法更精确量化资源禀赋与机会背景
对时期差异的解释份额。这相当于将年份虚拟变量视为自变量，将资源禀赋与机会背景视为中介变量。以

２０１６和２０１８年互联网使用的对数发生比①差异为例，在控制人口学因素后，２０１８年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
对数发生比要比２０１６年高０.９４１，这是ＫＨＢ方法对表２模型１中相应数值 （０.８１０）的校正结果。引入资
源禀赋和机会背景变量后，此差异 （０.９４１）中仍有０.５７７未被解释，这与表２模型２中２０１８年虚拟变量
的系数一致，可解释部分 （０.９４１－０.５７７＝０.３６４）占总差异 （０.９４１）的３８.７％。对可解释差异的分解
表明，人均家庭收入 （ｌｎ）、受教育年限、同住家人互联网使用率、高等学历子女数量与区县互联网普及
率因在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的平均水平上升，对解释该时期互联网使用率增长有显著正向贡献；而记忆力因平
均水平下降，贡献显著为负。沿用以上方法，表３继续分析了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各因素对老
年人互联网使用率上升的推动作用。结果表明，除有读书习惯的作用不显著、记忆力平均水平下降抑制互

联网使用率提升外，其他因素的变化均在特定时期促进了互联网使用率上升。其中，区县互联网普及率和

受教育年限是贡献最大的２个因素，且在各时期均发挥显著作用；高等学历子女数量、同住家人互联网使
用率的作用也相对稳定。综上，研究结果支持了假设１至假设５。

表３　以ＫＨＢ方法分解互联网使用的对数发生比的时期差异

差异构成 ２０１８ＶＳ２０１６年 ２０２０ＶＳ２０１８年 ２０２２ＶＳ２０２０年

总差异
０.９４１***

（０.０６３）
０.８７４***

（０.０５８）
０.８５４***

（０.０６３）

未解释的差异
０.５７７***

（０.０６５）
０.３９５***

（０.０７１）
０.５３８***

（０.０６４）

可解释的差异
０.３６４***

（０.０３１）
０.４７９***

（０.０４２）
０.３１６***

（０.０３０）
可解释的差异占比 （％） ３８.６９５ ５４.８３５ ３７.０１９
可解释的差异分解

人均家庭收入 （ｌｎ）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６）

非农工作经历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９２***

（０.０１３）
０.０８０***

（０.０１４）

有读书习惯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记忆力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同住家人互联网使用率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０）

高等学历子女数量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４）

区县互联网普及率
０.２２４***

（０.００２）
０.３１８***

（０.０３５）
０.１３２***

（０.０１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１）括号内是区县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２）*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双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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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假设使用互联网的概率为Ｐ，则使用互联网的对数发生比是ｌｎ［Ｐ／（１－Ｐ）］。个人使用互联网的对数发生比越高，就
意味着个人使用互联网的概率越高，即社会或群体层面的互联网使用率越高。



（二）各因素对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幅度变化

表４基于二元Ｌｏｇｉｔ模型估计了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各因素对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平均边际效应，该指标可
在不同年份间比较。结果显示，物质资源 （人均家庭收入 （ｌｎ））、认知资源 （受教育年限、记忆力）、社

会资源 （同住家人互联网使用率、高等学历子女数量）以及机会背景 （区县互联网普及率）的平均边际

效应均呈上升趋势，说明其影响幅度逐渐增大，因此假设６得到了支持。具体而言，受教育年限每增加１
年对老年人上网概率的平均提升幅度由２０１６年的０.７个百分点增至２０２２年的１.９个百分点；高等学历子
女数量每增加１人的平均边际效应从１.２个百分点跃升至５.３个百分点。此外，人均家庭收入 （ｌｎ）、记
忆力、同住家人互联网使用率和区县互联网普及率的平均边际效应均扩大到原来的近３倍。

表４　不同年份各因素对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平均边际效应

变量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２年

人均家庭收入 （ｌｎ）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７）

非农工作经历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８）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２）

有读书习惯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５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０）

记忆力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５）

同住家人互联网使用率
０.０４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９２***

（０.００９）
０.１０１***

（０.０１５）
０.１３５***

（０.０１９）

高等学历子女数量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１１）

区县互联网普及率
０.１２０***

（０.０２３）
０.１７８***

（０.０３２）
０.２６９***

（０.０５２）
０.３３０***

（０.０６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加权样本量 ７４１２ ７５４５ ４６０５ ４３６６

加权样本量 ５４２８ ５８７０ ６１３５ ６４９５

　　注：（１）括号内是区县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２）加粗斜体的平均边际效应表示与２０１６年的对应数值有显著差异；
（３）*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双侧检验）。

（三）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模式变化的机制分析

为考察老年网民的异质性，将研究视野从数字 “接入沟”拓展至 “使用沟”，基于２０２０与２０２２年
ＣＦＰＳ数据，依据线上功能 （游戏、购物、视频、学习）使用频率 （不使用 ＝０，使用但不是每天使用 ＝
１，每天使用＝２）、微信使用深度 （不使用 ＝０，使用微信聊天 ＝１，使用微信聊天与朋友圈 ＝２）及每日
上网时长 （电脑和移动上网时长之和），通过潜在剖面分析将老年人划分为四类：非网民、浅层网民、消

费主导型深度网民与社交主导型深度网民。

图２展示了四类群体在各网络活动中的标准化得分 （ｚ-ｓｃｏｒｅ）。非网民未接入互联网，所有维度的得
分均远低于网民。浅层网民在游戏、视频、学习与微信等常见活动上有一定活跃度，但其使用强度或深度

上均处于较低水平。消费主导型深度网民在购物方面的得分明显高于其他群体，且上网时间最长。社交主

导型深度网民在微信方面的得分最高，在视频与学习方面参与度也较高。

表１展示了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模式的分布变化情况：非网民比例由 ７８.４％降至
６７.４％；浅层网民和消费主导型深度网民比例增长较明显，分别升至１３.６％和１０.７％，均增长约５
个百分点；社交主导型深度网民小幅升至 ８.３％，仅增长 １个百分点。技术适配与生活需求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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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老年群体不同互联网使用模式的特征

正推动老年人从 “能上网”向 “会用网”转变：浅层网民增长反映出基础数字技能在老年群体中逐

渐普及；消费主导型深度网民增长得益于电商平台的适老化改造与老年人的消费需求提升；以微信

为代表的线上社交平台通过开发关怀模式、视频教程等适老化功能降低使用门槛，推动老年人日常

社交的数字化迁移。

表５采用 ＫＨＢ分解法分析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不同老年网民群体的比例变化机制。模型基础为 ２个
嵌套多项 Ｌｏｇｉｔ模型，其因变量是非网民、浅层网民、消费主导型与社交主导型深度网民四类群体：
第１个模型仅包含年份虚拟变量和人口学控制变量；第 ２个模型在前一模型的基础上加入资源禀赋
和机会背景变量。① 以上２个嵌套模型的设定与表２模型类似，只是因变量不同。为节省篇幅，文章
未展示这两个嵌套多项 Ｌｏｇｉｔ模型。表 ５通过 ＫＨＢ方法量化资源禀赋与机会背景变量对模型间年份
系数差异的解释程度。结果显示，在控制人口学因素后，２０２２年浅层网民、消费主导型深度网民与
社交主导型深度网民的对数相对风险比 （ｌｏｇ-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ｒｉｓｋｒａｔｉｏ）② 要比 ２０２０年高 ０.７３８、１.３０７、
０.６００；引入资源禀赋和机会背景变量后，上述对数相对风险比的时期差异分别缩小至 ０.５１９、
０.９０４、０.２７７。

表５　以ＫＨＢ方法分解各类网民的对数相对风险比的时期差异

差异构成
２０２２ＶＳ２０２０年
浅层网民／非网民

２０２２ＶＳ２０２０年
消费主导型深度网民／非网民

２０２２ＶＳ２０２０年
社交主导型深度网民／非网民

总差异
０.７３８***

（０.０８０）
１.３０７***

（０.０８９）
０.６００***

（０.０８８）

未解释的差异
０.５１９***

（０.０８２）
０.９０４***

（０.０９１）
０.２７７**

（０.０９３）

可解释的差异
０.２２０***

（０.０２７）
０.４０３***

（０.０４６）
０.３２３***

（０.０４０）
可解释的差异占比 （％） ２９.７３１ ３０.８３０ ５３.８４５
可解释的差异分解

人均家庭收入 （ｌｎ）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１）

非农工作经历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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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受版面限制，文章未展示这两个嵌套模型。

假设成为浅层网民、消费主导型深度网民和社交主导型深度网民的概率分别为 Ｐ１、Ｐ２和 Ｐ３，成为非网民的概率

为 Ｐ０，当以非网民为基准类别时，成为浅层网民、消费主导型深度网民和社交主导型深度网民的对数相对风险

比依次为 ｌｎ（Ｐ１／Ｐ０）、ｌｎ（Ｐ２／Ｐ０）和 ｌｎ（Ｐ３／Ｐ０），且 Ｐ０＋Ｐ１＋Ｐ２＋Ｐ３＝１。



表５（续）

差异构成
２０２２ＶＳ２０２０年
浅层网民／非网民

２０２２ＶＳ２０２０年
消费主导型深度网民／非网民

２０２２ＶＳ２０２０年
社交主导型深度网民／非网民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４５***

（０.０１０）
０.１２９***

（０.０２４）
０.１００***

（０.０１９）

有读书习惯
－３.４０ｅ－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记忆力
２.５３ｅ－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同住家人互联网使用率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１）

高等学历子女数量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６）

区县互联网普及率
０.０８７***

（０.０２２）
０.１７７***

（０.０２８）
０.１２０***

（０.０２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注：（１）括号内是区县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２）*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双侧检验）。

ＫＨＢ分解揭示各变量对提升三类网民相对风险比的差异化贡献。第一，区县互联网普及率是提升三
类网民相对风险比的首要因素；第二，社会资源对提升浅层网民相对风险比的作用更强，同住家人互联网

使用率和高学历子女数量的解释力分别超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家庭收入 （ｌｎ）；第三，认知资源与物质资
源对提升消费主导型与社交主导型深度网民相对风险比的作用更强，受教育年限的解释力仅次于区县互联

网普及率，有非农工作经历人员比例的提升显著提高深度网民的相对风险比。这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的普

及是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的决定性因素，而物质、认知与社会资源的变化更多影响网民结构的分化趋势。

（四）各因素对老年人互联网使用模式的影响幅度变化

本文进一步通过分年度 （２０２０和２０２２年）多项 Ｌｏｇｉｔ模型的平均边际效应，分析各因素与老年人归
属四类群体 （非网民、浅层网民、消费主导型与社交主导型深度网民）概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相

较于２０２０年，２０２２年有三类因素对互联网使用模式的影响幅度显著增大：第一，家庭濡染对成为浅层网民
的影响增强，同住家人互联网使用率的平均边际效应从０.０４１增至０.０８６；第二，认知资源对成为消费主导
型深度网民的影响增强，受教育年限的平均边际效应从０.００５增至０.０１３；第三，区县互联网普及率对成为
消费主导型深度网民的影响增强，区县互联网普及率的平均边际效应从０.０９７增至０.２０８。①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ＣＦＰＳ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数据，从动态视角解析我国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率上升和使用模式变迁的
驱动机制，并考察多种因素对互联网接入与使用模式影响的时期变化。主要有以下３点发现：

第一，２０１６—２０２２年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率持续上升，其关键原因在于机会背景与资源禀赋的协同优
化。具体而言，机会背景 （区县互联网普及率）的改善是基础性驱动因素，对提升老年人数字接入水平

的贡献度始终居首；物质资源方面，人均家庭收入增长在多数年份有效提升数字接入水平，具有非农工作

经历人员的比例上升也在２０２２年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认知资源方面，较晚出生老年人因其受教育年限
延长而提升了数字接入水平，其贡献度仅次于机会背景的改善；社会资源方面，更高的同住家人互联网使

用率、更多的高等学历子女，始终是提升数字接入水平的有效驱动因素。

第二，老年网民结构日益分化，资源禀赋与机会背景的变化推动互联网使用模式的演变。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浅层网民、消费主导型与社交主导型深度网民比例同步增长，消费主导型深度网民比例的增长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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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版面限制，详细结果未在文中展示。



显。就各类资源而言，社会资源 （同住家人上网率、高等学历子女数量）的改善对提升浅层网民的相对

风险比更关键，而改善物质 （非农工作经历）和认知资源 （受教育年限）更有助于提升两类深度网民的

相对风险比。机会背景 （区县互联网普及率）的改善能提高各类网民的相对风险比。

第三，资源禀赋与机会背景对老年人数字行为的影响逐渐强化。２０２２年人均家庭收入 （ｌｎ）、受教育
年限、同住家人互联网使用率、高等学历子女数量和区县互联网普及率对老年人上网概率的效应均扩大至

２０１６年的３倍左右。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同住家人互联网使用率对成为浅层网民的促进作用、受教育年限和
区县互联网普及率对成为消费主导型深度网民的促进作用呈增强趋势。这表明，资源禀赋和机会背景占优

的老年人正加速脱离数字边缘群体，老年群体内部的数字鸿沟初步显现。

本文的创新性体现在方法和结论两方面。在方法上，首次将社会变迁视角引入 “银发数字鸿沟”研

究领域，通过嵌套Ｌｏｇｉｔ模型与ＫＨＢ分解法评估资源禀赋和机会背景对数字行为时期差异的贡献，并采用
潜在剖面分析划分出不同的互联网使用模式，突破了传统的静态分析框架与二元化行为区分 （使用／未使
用），为解析老年人数字行为变迁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在结论上，率先揭示了多重因素在老年人数字行

为变迁中的相对重要性，区别于多数研究对截面数据模型系数显著性的单一关注；同时，本文发现资源禀

赋与机会背景的影响呈持续强化趋势，与西方国家文献所述的递减规律形成鲜明对比，印证了我国处于数

字社会成长期的独特性。本研究的局限包括：尚未深入因果推断层面而仅停留在对变量间相关关系的探

讨；受限于ＣＦＰＳ数据 （仅２０２０和２０２２年系统测量互联网使用行为），无法考察更长时段的使用模式变
迁；社会资源变量仅涵盖家庭维度 （同住家人、子女），未能纳入朋辈与社区资源。

本文结论为促进老年人数字参与提供了以下政策启示：一是推进数字普惠，缩小数字基础设施的县域

与城乡差异，并依靠数字技术升级降低网络资费。二是补齐物质与认知资源短板，向收入低、学历低的老

年人提供终端与流量支持，并将数字素养培训纳入终身学习体系，避免资源差距演变为深层数字排斥。三

是激活社会资源，引导子女在日常生活中为年长父母提供数字陪伴，发挥 “数字反哺”的积极功效。四

是建立动态监测与精准干预机制，开发老年群体数字参与指标体系，以数据驱动资源精准配置和政策迭

代，防范老年群体内部数字不平等加剧的风险。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Ｌｏｇｉｃ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ｌｄｅｒＡｄｕｌｔ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ＦＰＳ２０１６－２０２２

ＺＨＡＯＸｉａｏｈａｎｇ１＆ＬＩＪｉａｎｘｉｎ２

（１．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０６，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７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ｇｒｅｙ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ｉｖｉｄｅ”ｈａｓｂｅｅｎ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ＦａｍｉｌｙＰａｎｅ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ＦＰＳ）２０１６—２０２２，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ｄｒｉｖ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ｔｈｅｒｉ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ｕｓａｇ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ｍｏｎｇｏｌｄｅｒａｄｕｌｔｓ，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ｅｓｈｏｗ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ｃｃｅｓｓａｎｄｕｓａｇ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ｈ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Ｉｔｈａｓ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１）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ｌｄｅｒａｄｕｌｔ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ｃｃｅｓｓ．（２）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ｏｌ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ｒｓｉ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ｗ-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ｈｉｇｈ-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ｕｓｅｒｓｃｏ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ｊｏｉｎｔｌｙｄｒｉｖｅ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ｕｓａｇ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ｏｎ
ｏｌｄｅｒａｄｕｌｔ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ｈａｓ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ａｎｄａｎｉｎｔｒａ-ｅｌｄｅｒｌｙ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ｉｖｉｄｅｉｓｂｅｃｏｍｉｎｇｍｏｒｅ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Ｔｈｅｓｅｒｅ-
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ｅｒｐｏｌｉｃｙ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ａ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ｙ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ｆｏｒ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ｇｉｎｇｔｏａｄｖａｎｃｅ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ｄｉｖｉｄｅ；ａｇ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ｓ；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ｃｏｎｔｅｘ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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